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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对若尔盖高原湿地 ＣＨ４ 排放的影响

周文昌１，２，崔丽娟１，∗，王义飞１，李　 伟１

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 湿地生态功能与恢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５

摘要：湿地是大气甲烷（ＣＨ４）的主要排放源，而有关放牧对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特征仍未得到足够的报道。 因此，本研究通过

静态箱法，研究了放牧对四川省若尔盖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ＣＨ４气体通过快速温室气体分析仪测量。 结果表明：放牧样

地和围栏内样地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量为（３１．３２±１９．５７）ｇ ／ ｍ２和（３０．３１±２３．４６）ｇ ／ ｍ２，它们之间无差异显著；但是集中放牧期间（７—

９ 月），放牧样地（２１．０１±１２．３５）ｇ ／ ｍ２较围栏内样地显著增加了 ＣＨ４排放量为 ５４．３％。 ２０１４ 年生长季期间通过刈割植物模拟放

牧表明两种刈割强度 ＣＨ４排放量为（５．０１±５．３７）ｇ ／ ｍ２和（４．６９±５．９９）ｇ ／ ｍ２，较未刈割样地（１．１５±１．８９）ｇ ／ ｍ２增加了 ３３５．９％和 ３０８．
０％，其原因可能是放牧或者刈割减少地表植物生物量，降低植物高度，缩短了 ＣＨ４排放的路径距离。 该结果可为我国高原湿地

保护与管理决策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关键词：放牧；刈割；ＣＨ４排放；若尔盖高原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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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ＣＨ４）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１］。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

类活动的影响，全球大气 ＣＨ４浓度增加了 ２．５ 倍［１］，且 ＣＨ４单分子潜在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ＣＯ２）的 ２５ 倍，是
比 ＣＯ２更活跃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温室效应的贡献率仅次于 ＣＯ２

［２］。 尽管湿地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２％—
６％［３］，但湿地是大气 ＣＨ４的主要来源，约为全球 ＣＨ４总排放的 ３２％—５２％［１］，从而湿地在调控大气 ＣＨ４浓度

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４⁃５］。 于是，湿地 ＣＨ４排放大小和方向越来越受到全球日益的关注［３，６⁃８］。
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诸如湿地排水、放牧、垦殖和采伐，湿地遭受严重的破坏［９⁃１０］。 放牧作为山区

草地和湿地的主要人类活动之一，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因子变化［９，１１⁃１２］。 放牧通常降低地上植物生物

量［６］和影响植物群落组成［１１，１３］，例如，放牧使得莎草草甸和湿地优势苔草植物群落（Ｃａｒｅｘ ｎｅｂｒａｓｃｅｎｓｉｓ）向早

熟禾植物群落（Ｐｏａ 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演替［１４］。 另外，蹄类动物（如牦牛）践踏土壤地表，压实土壤，增加土壤容重［１５］，
可能降低地表水的渗透率和增加地表径流［１２，１５］，这将可能影响生态系统地上与地下的水文过程［１２］。 同时放

牧也影响土壤性质［１６］，诸如土壤有机质含量［１７］ 和土壤氮矿化［１１］。 由于放牧改变了湿地生物和非生物环境

因子，可能改变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３，１０，１８⁃１９］。
目前国际上有关湿地放牧对 ＣＨ４ 排放通量的影响研究较多。 如 Ｂｏｄｅｌｉｅｒ 等［２０］ 研究浅滩湖滨湿地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小天鹅（Ｃｙｇｎｕ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ｕｓ ｂｅｗｉｃｋｉｉ Ｙａｒｒｅｌｌ）觅食对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指出：小天鹅觅食减少

植物生物量，随后减少 ＣＨ４生成量和增加 ＣＨ４氧化量，进而降低了 ＣＨ４排放；Ｆａｌｋ 等［７］研究刈割和移除维管植

物来模拟放牧降低产 ＣＨ４有机底物的输入和植物传输 ＣＨ４的功能，结果也表明放牧减少 ＣＨ４排放；而 Ｈｉｒｏｔａ
等［６］和 Ｗａｒｄ 等［２１］通过放牧样地与未放牧样地的田间对比试验指出放牧增加了 ＣＨ４排放，原因可能是放牧缩

短 ＣＨ４排放的氧化路径距离或者改变植物组成；Ｓｊöｇｅｒｓｔｅｎ 等［１９］和 Ｆｏｒｄ 等［２２］ 的研究则表明，食草动物或者放

牧并无显著地影响湿地 ＣＨ４排放，可能原因是湿地具有高土壤水分含水率、更低土壤温度，以及放牧地和围栏

地优势植物组成并未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放牧对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我国有关放牧

对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草地生态系统［２３⁃２４］，且表明草地生态系统放牧后，草地生态系统为大气的

ＣＨ４汇；Ｈｉｒｏｔａ 等［６］通过生长季 ２ 天（８ 月 １５ 日和 ９ 月 １５ 日）研究放牧对我国青藏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放牧增加了 ＣＨ４排放为 １００％—３００％，但其影响机制不明确，研究结果也难以准确预算放牧对我国

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程度。 此外，长期放牧，降低植被生产力［６，２１］，可能减少湿地产 ＣＨ４所需的碳源有机

底物，进而长期放牧减少 ＣＨ４排放［６⁃７］。 因此，继续研究放牧对湿地 ＣＨ４ 排放的影响规律和机制具有重要

意义。
若尔盖高原是世界上高原湿地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湿地［２５］。 然而，若尔盖高原泥炭沼泽草场存在过度

放牧，沼泽湿地载畜量超载了 ６０％—１５０％［２６⁃２７］。 这种过度放牧已经改变植物群落组成与结构［２８］、群落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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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组成和演替模式［２９］，可能改变 ＣＨ４排放特征和排放量。 因此，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若尔盖高原泥炭

沼泽湿地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静态箱法，通过快速温室气体分析仪测量 ＣＨ４排放，旨在揭示放牧对若尔盖高原

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特征，探讨其影响因子，量化放牧对若尔盖高原湿地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效果，为我国

高原湿地保护与管理提供决策支撑。

１　 研究点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点概况

本研究点（３３°５５′ ８″ Ｎ，１０２° ４９′ ８″ Ｅ，海拔为 ３４４１ ｍ）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若尔盖湿地。 若尔盖湿

地属于青藏高原寒冷气候区，气候特点为寒冷潮湿，年均气温为 ０．６—１．２℃，最暖和最冷气温为 ７ 月和 １ 月，
平均温度分别为 １０．８℃和－１０．６℃ ［２５，２８］。 区内年均降水量 ６５０ ｍｍ，降水主要集中在 ５—９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８０％［２５，２７］。 研究点主要植物为西藏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木里苔草（Ｃａｒｅｘ ｍｕｌｉｅｊｓｉｓ）、花葶驴蹄草（Ｃａｌｔｈａ
ｓｃａｐｏｓａ）和鹅绒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ｒｉｎａ），伴生稀少的矮金莲花（Ｔｒｏｌｌｉｕｓ ｆａｒｒｅｒｉ）和矮火绒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ｎｏｎｕｍ）等。 植物群落盖度接近 １００％，土壤类型为泥炭沼泽土。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实验设计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选择一片典型的泥炭沼泽湿地，在围栏外自由放牧苔草塔头上（Ｇｈｋ⁃ ２０１３）和围栏内禁牧

苔草塔头上（Ｆｈｋ⁃２０１３）分别安装 ３ 个静态箱，围栏外自由放牧，集中放牧时间为 ７ 月下旬至 ９ 月底，围栏时间

为 ５—１０ 月（１０ 月，部分牦牛和羊进入围栏内啃食草），围栏内和围栏外的植物群落高度季节性变化如图 １。
研究期间内，本研究点，放牧强度估计每公顷约 ３．１３ 个羊单位。 另外，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下旬，于 ２０１３ 年同一观

测点围栏面积 １ ｈｍ２内，通过刈割塔头上植物（两个处理组，植物群落高度保持为 ８ ｃｍ 和 ４ ｃｍ 的两种刈割强

度，标注为 Ｃｈｋ⁃８ ｃｍ⁃２０１４ 和 Ｃｈｋ⁃４ ｃｍ⁃２０１４）和未刈割塔头上植物（对照组，标注为 Ｆｈｋ⁃２０１４），且各自安装 ３
个静态箱（ｎ＝ ３）。 静态箱底座共安装 １５ 个。 由于 ６ 月 １２ 日之前植物群落高度约为 ４—６ ｃｍ，刈割时间从 ６
月 ２１ 日开始操作，具体刈割时间为每次测量气体的前 １ 天，刈割植物保留在箱底。

图 １　 围栏内和围栏外的植物高度季节性变化

　 Ｆｉｇ．１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１．２．２　 ＣＨ４气体数据采集

采集方法通过静态箱法，静态箱由底座（５０ ｃｍ ×
５０ ｃｍ × ２０ ｃｍ）和顶箱（５０ ｃｍ × ５０ ｃｍ × ５０ ｃｍ）组成。
静态箱底座由不锈钢制作，上口周围有 ５ ｃｍ 高度的水

槽，防止气体泄漏；底座插入土壤为 １５ ｃｍ，整个实验期

间保持于原位土壤中。 顶箱由薄的铝材料制成，为了稳

定箱内温度，箱外包装着塑料泡沫，箱内顶部有 ２ 个 ５
ｃｍ × ５ ｃｍ 风扇，箱顶上部中央附有直径为 ２ ｃｍ 的 ２ 个

橡皮塞小圆孔，连接着快速温室气体分析仪器（ＤＬＴ⁃
１００，Ｌｏｓ Ｇａｔｏ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ＳＡ）的 ２ 根附有橡皮塞的透明

导气管，导气管长度为 ４ ｍ（内径为 ４ ｍｍ） ［３０⁃３１］，仪器通

过 １２ Ｖ 蓄电池供电，数据采集设置为 １ Ｈｚ［３０］。 箱内空

气通过仪器内置泵伴随着以上 ２ 根导气管在仪器内无

破坏的循环分析。 每次气体测量之前，底座水槽注满

水，启动温室气体分析仪，等待仪器启动显示的箱内顶

部内大气 ＣＨ４浓度稳定到当地环境气体浓度后（１．８０ ｐｐｍ），将静态箱扣在底座上，密闭测量 ５ ｍｉｎ，然后揭开

静态箱置于开放状态，继续开放状态约 ２ ｍｉｎ，然后密闭测量下一个静态箱底座样点，循环执行以上操作过程。
测量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５—１０ 月的北京时间 ９：３０—１１：３０，观测频率为每月 ２ 次。 ＣＨ４排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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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以封闭箱内顶部的 ＣＨ４浓度随时间变化的直线斜率计算［３０⁃３１］。 ＣＨ４排放通量计算公式［４，３１］如下：

Ｆ ＝
ｄｃ

ｄｔ

× Ｍ
Ｖ０

× Ｐ
Ｐ０

×
Ｔ０

Ｔ
× Ｈ

式中：Ｆ 为 ＣＨ４排放通量（ｍｇ ｍ－２ ｈ－１），ｄｃ ／ ｄｔ 代表箱内 ＣＨ４浓度随单位时间变化的直线斜率，Ｍ 为被测气体的

摩尔质量，Ｐ 为采样点的大气压，Ｖ０、Ｐ０、Ｔ０分别为标准大气压下的标准摩尔体积、标准大气压和绝对温度，Ｔ
为箱内的绝对温度，Ｈ 为箱子高度。
１．２．３　 环境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测量

两个生长季的 ８ 月中旬收割地上生物量，而地下生物量测量深度为 ０—２０ ｃｍ，带回实验室恒温箱 ７０℃下

烘干 ４８ ｈ 至恒重，并称重，计算生物量。 每个样点重复测量 ３—６ 个样方（５０ ｃｍ ×５０ ｃｍ）。 测量 ＣＨ４气体时，
同步监测土壤温度（５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３０ ｃｍ）和样点水位。 为了尽量少破坏湿地生态系统，２０１３ 年围栏内和围

栏外的样点土壤水位采用同一水井记录；由于两种刈割样点相距 ２ ｍ 左右，２０１４ 年两种刈割样点水位采用同

一水井记录。 同时，采集土壤 ０—１０ ｃｍ、１０—２０ ｃｍ 和 ２０—３０ ｃｍ 深度样品，实验室内分析其土壤理化性质

（表 １），每个土壤因子均重复 ３ 次。

表 １　 研究样地土壤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

深度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ｐＨ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
（ｇ ／ ｋｇ）

土壤有机碳含量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ｇ ／ ｋｇ）

碳氮比 Ｃ ／ Ｎ
土壤容重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ｇ ／ ｃｍ３）

０—１０ ｃｍ ７．４９±０．１３ １６．０１±１．２５ １９１．６３±１８．２２ １２．２６±２．０８ ０．３３±０．０２

１０—２０ ｃｍ １５．４８±１．５６ １７７．４４±２０．８３ １１．９４±２．６１ ０．３２±０．０２

２０—３０ ｃｍ １６．１６±０．９８ １８７．９１±８．８９ １１．６６±０．３５ ０．３４±０．０４

　 　 表中数值为平准值±标注差

１．３　 数据处理

环境生物因子、非生物因子生长季的时间变化和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时间变化差异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单因素多

重配对方差（Ｄｕｎｃａｎ）分析，而环境因子和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不同处理水平之间差异采用配对—ｔ 检验。 环境因

子与 ＣＨ４排放通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检验。 统计显著水平 Ｐ ＝ ０．０５。 作图软件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环境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

生长季期间，不同处理之间（放牧样地与围栏内或者刈割与未刈割样地）同一层土壤温度（５ ｃｍ、１５ ｃｍ 和

３０ ｃｍ）不存在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图 ２）。 基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对应月份水位分析（６—１０ 月）表明两个生

长季水位无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但是基于夏季期间（６—８ 月）的水位分析表明 ２０１４ 年夏季期间水位平均值

较 ２０１３ 年显著降低了 ４６．６ ｃｍ（Ｐ＜０．０５）（图 ２）。
２０１３ 年围栏外放牧样地地上植物生物量为（５２５．８８±１０３．４７） ｇ ／ ｍ２，较围栏内样地地上生物量（８８６．０９±

１２４．４６）ｇ ／ ｍ２显著降低了 ３７．５％（Ｐ＜０．０５），而两者地下生物量无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围栏

内样地地上生物量无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两个生长季地下植物生物量同样无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图 ３）。
２．２　 放牧和刈割对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

ＣＨ４排放存在显著时间变化格局，两个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范围为－０．４２—１８．０６ ｍｇ ｍ－２ ｈ－１（图 ４）。 ２０１３ 年生

长季（６—１０ 月）围栏内（对照地 Ｆｈｋ⁃２０１３）表现为夏季（６ 月 ２５ 日和 ８ 月 ２５ 日）和秋季（１０ 月 １２ 日）具有较

高 ＣＨ４排放（１３．２０—１８．０６ ｍｇ ｍ－２ ｈ－１），进入冬季之前（１０ 月 ２９ 日）ＣＨ４排放降低（２．０４ ｍｇ ｍ－２ ｈ－１）；而放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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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点的土壤温度和水位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

图 ３　 放牧对湿地植被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

符号 Ｇｈｋ⁃２０１３ 和 Ｆｈｋ⁃２０１３，代表围栏外和围栏内的样点；Ｆｈｋ⁃２０１４、

Ｃｈｋ⁃８ ｃｍ⁃２０１４ 和 Ｃｈｋ⁃４ ｃｍ⁃２０１４ 分别代表 ２０１４ 年围栏内、刈割植

物保持高度 ８ ｃｍ 和 ４ ｃｍ 的样点

地（Ｇｈｋ⁃２０１３），ＣＨ４排放表现为夏季（８ 月 １３ 日和 ２６
日）和秋季（９ 月 ５ 日）具有较高 ＣＨ４排放（１１．４８—１６．２８
ｍｇ ｍ－２ ｈ－１），进入冬季之前（１０ 月 ２９ 日），ＣＨ４排放最

低（２．１０ ｍｇ ｍ－２ ｈ－１）（图 ４）。 ２０１４ 年生长季（５—１０ 月

中旬），未刈割样地（Ｆｈｋ⁃２０１４）表现为春季 ５ 月至秋季

９ 月观测到非常小的 ＣＨ４ 排放 （ ０． ０７—０． ５２ ｍｇ ｍ－２

ｈ－１），甚至出现一个 ＣＨ４ 吸收汇现象 （ － ０． ４２ ｍｇ ｍ－２

ｈ－１），秋季 １０ 月中旬观测到 ＣＨ４排放峰值（１．５５ ｍｇ ｍ－２

ｈ－１）。 ２０１４ 年生长季两个刈割样地（Ｃｈｋ⁃ ８ ｃｍ⁃ ２０１４ 和

Ｃｈｋ⁃４ ｃｍ⁃ ２０１４）表现为夏季（６ 月 ２２ 日和 ７ 月 ２５ 日）
和秋季（１０ 月 １６ 日）具有较高 ＣＨ４排放（１．６８—４．３１ ｍｇ
ｍ－２ ｈ－１）。

放牧和刈割影响 ＣＨ４排放量如图 ５。 ２０１３ 年生长

季（１６５ ｄ），放牧样地（Ｇｈｋ⁃ ２０１３）和围栏内样地（Ｆｈｋ⁃
２０１３）ＣＨ４排放量（ ±标准差）为（３１．３２±１９．５７） ｇ ／ ｍ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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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放牧和刈割样地 ＣＨ４排放季节性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图 ５　 放牧、围栏内和刈割样地的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

　 Ｆｉｇ．５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ｆ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同一观测期间不同处理之间甲烷排放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

（３０．３１±２３．４６） ｇ ／ ｍ２，它们之间无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而集中放牧时间 ７—９ 月，放牧样地 Ｇｈｋ⁃２０１３ 和围栏内

样地 Ｆｈｋ⁃２０１３ ＣＨ４排放量为（２１．０１±１２．３５）ｇ ／ ｍ２和 １３．
６１±１０．１４ ｇ ／ ｍ２，放牧样地 Ｇｈｋ⁃ ２０１３ ＣＨ４排放量较围栏

内无放牧地显著地增加了 ５４．３％（Ｐ＜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生

长季，未刈割样地 （ Ｆｈｋ⁃ ２０１４）、刈割样地 Ｃｈｋ⁃ ８ ｃｍ⁃
２０１４ 和 Ｃｈｋ⁃ ４－ｃｍ⁃ ２０１４ 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量依次为（１．
１５±１．８９）ｇ ／ ｍ２、（５．０１±５．３７） ｇ ／ ｍ２和（４．６９±５．９９） ｇ ／ ｍ２，
刈割样地 Ｃｈｋ⁃ ８ ｃｍ⁃ ２０１４ 和 Ｃｈｋ⁃ ４－ｃｍ⁃ ２０１４ 的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量较未刈割样地 Ｆｈｋ⁃２０１４ 显著增加了 ３３５．９％
和 ３０８．０％（Ｐ＜０．０５）。
２．３　 ＣＨ４排放与土壤温度和水位的相关关系

２０１３ 年生长季期间，围栏内样地（Ｆｈｋ⁃２０１３）ＣＨ４排

放与土壤 ５ ｃｍ 温度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放牧样地

（Ｇｈｗ⁃２０１３）ＣＨ４排放与土壤温度和水位无显著相关关

系（Ｐ＞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生长季，围栏内（Ｆｈｋ⁃ ２０１４） ＣＨ４

排放与水位存在显著线性正相关（Ｐ＜０．０５），而两个刈

割样地（Ｃｈｋ⁃８ ｃｍ⁃２０１４ 和 Ｃｈｋ⁃４－ｃｍ⁃２０１４）ＣＨ４排放与

土壤温度和水位无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８ 月份，湿
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ｎ＝ ９）与地上生物量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表 ２）。

表 ２　 ＣＨ４排放与土壤温度、水位和地上生物量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样点
Ｓｉｔｅ

方程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范围
Ｒ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Ｒ２ Ｐ

Ｆｈｋ⁃２０１３ ｙ ＝ ０．８１ｘ－０．５３ 土壤 ５ ｃｍ 温度 ０．６—１８．４℃ ０．５２０ ０．０１７∗

Ｆｈｋ⁃２０１４ ｙ ＝ ０．０１ｘ＋０．９６ 水位 －８２．０—－１．５ ｃｍ ０．３５２ ０．０３２∗

研究点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 ｙａ ＝ －０．０２０２ｘ＋２３．０１９０ 地上生物量 ３７４．７０—１０４７．８７ ｇ ／ ｍ２ ０．４７９ ０．０２３∗

　 　 ａ：８ 月 ＣＨ４排放通量；∗：表示显著差异水平 ｐ ＜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点湿地生长季 ＣＨ４排放范围（－０．４２—１８．０６ ｍｇ ｍ－２ ｈ－１）与其他在若尔盖高原研究 ＣＨ４排放范围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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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１．０—９０ ｍｇ ｍ－２ ｈ－１） ［８，３２⁃３３］。 本研究点湿地 ＣＨ４排放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ＣＨ４排放峰值出现在夏季

或者秋季，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４，８，３４⁃３５］。 夏季 ＣＨ４排放速率高，其原因可能是温度较高，植物生长最旺盛，
有机底物供应充足，分解速率快，有机底物的分解促进还原过程，降低了氧化还原电位，促进 ＣＨ４排放［３５⁃３６］，因
此，夏季 ＣＨ４排放速率快；而秋季 ＣＨ４排放速率高，可能与新鲜底物碳输入有关，此时，正是当年生长的根或者

地表落叶增加了碳输入［３４］，使可利用活性有机底物增加，同时秋季水位增加（图 ２），从而促进产 ＣＨ４菌产生

ＣＨ４，ＣＨ４排放速率升高。 温度是影响草丛沼泽湿地 ＣＨ４排放季节性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这一结论已被其他

研究所证实［８，３７］，但是 ＣＨ４排放季节性变化与温度的关系通常是在土壤水位接近地表或者水淹条件下被发现

它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３７⁃３８］。 而本研究仅发现对照地围栏内（Ｆｈｋ⁃２０１３）ＣＨ４排放与土壤 ５ ｃｍ 温度存在显

著线性正相关，其它样点无显著相关（表 ２），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样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围栏内对照地、２０１４
年刈割样地生长季平均水位远离地表（各自为（－２９．８±２２．５）ｃｍ、（－６１．７±２８．６）ｃｍ 和（－６１．６±２６．７）ｃｍ。 当水

位远离土壤地表之后，温度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作用可能减弱［３８］，其它影响因子（水位和植物）的作用增强，这
可能是 ２０１４ 年生长季围栏内（Ｆｈｋ⁃２０１４）发现 ＣＨ４排放与水位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原因，但是放牧或刈割后的

ＣＨ４排放几乎很难观测到 ＣＨ４排放与温度或水位存在显著相关，可能是由于放牧或者刈割后改变了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据 Ｔｕｒｅｔｓｋｙ 等［３９］综述表明干扰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很难通过自然湿地 ＣＨ４排放与水位和温度的函数

关系去量化 ＣＨ４排放。
生长季期间，放牧并无显著影响 ＣＨ４排放（图 ５），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类似［１９，２２］。 其原因可能是水位和土

壤温度是影响 ＣＨ４排放的两大主控因子［１０，３９⁃４０］，而本研究点植物群落盖度接近 １００％，短期内放牧活动很难显

著影响到土壤温度或者水位（图 ３）。 然而，集中放牧时间（７—９ 月），放牧活动显著增加了 ＣＨ４排放量为 ５４．
３％（图 ５），这与 Ｈｉｒｏｔａ 等［６］通过两天（８ 月 １５ 日和 ９ 月 １５ 日）研究的青藏高原湿地放牧显著地增加 ＣＨ４排放

的结果一致，认为部分原因可能是植物的通气组织传输 ＣＨ４的垂直路径距离缩短导致的。 而 Ｐａｚ－Ｆｅｒｒｅｉｒｏ

等［４１］通过室内孵化试验研究放牧对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放牧样地土壤温度位于 １５—２０℃范围内

时，提高放牧样地 ＣＨ４排放对温度的敏感性，促进 ＣＨ４排放。 为了鉴别这两种影响因素的不同，根据 Ｈｉｒｏｔａ
等［６］研究的放牧样地 ＣＨ４排放增加的原因推测得知，刈割植物同样会增加我国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同时，刈割

排除放牧提高 ＣＨ４对温度敏感性的影响。 因此，２０１４ 年生长季采取原位的植物刈割技术，物理地降低植物群

落高度，研究刈割对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刈割技术增加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超过 ３００％（图 ５）。 另

外，我国若尔盖高原地区生长季最热的月份为 ７ 月，多年 ７ 月份的平均气温为 １０．８℃，而本研究观测期间的土

壤温度唯有 ２ 个数值（１５．０ 和 １５．２℃）略高于 １５℃。 反之，通过分析 ８ 月份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地上生物量

（类似于植物高度变化）的关系，则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线性负相关（表 ２），这与放牧或刈割后，植物高度

降低（图 １），可能促使 ＣＨ４排放量增加的结果吻合（图 ５）。 因此，短期内放牧显著增加高原湿地 ＣＨ４排放是

通过放牧（牦牛和绵羊）减少地上植物生物量（图 ３），缩短了植物传输 ＣＨ４被氧化的路径距离，促进 ＣＨ４排放。

而从长期放牧后，放牧会降低植物生产力，减少产 ＣＨ４的有机底物，并降低 ＣＨ４排放［７］；另外，放牧改变植物群

落组成，使得具有通气组织的维管植物向其它旱生植物演替［１４］，进而改变 ＣＨ４传输方式，影响 ＣＨ４排放［７］。
因此，继续长期定位研究放牧对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４　 结论

生长季期间，放牧并无显著地影响 ＣＨ４排放通量，但是集中放牧期间（７—９ 月），放牧地 ＣＨ４排放量较围

栏内（对照地）显著增加了 ５４．３％；同时，通过刈割植物，刈割后，湿地 ＣＨ４排放量较未刈割的样地显著增加了

３００％以上，这种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湿地放牧或者刈割后，降低了植物传输 ＣＨ４排放被氧化的

路径距离，促进 ＣＨ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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